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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人子與人臣：

戰後家書中的蔣經國和國民黨政治

王良卿 暨南國際大學助理教授

一、前言

長期以來，對於蔣經國一生感到興趣的傳記作者，多半將傳主在抗戰結束後數年之

間的作為，進行某種圈地自限的描述，亦即幾乎都將主要的觀察視野劃定在 1945 年的

東北問題交涉，以及 1948 年的上海經濟管制方面。這兩件史事因而似乎成為某種牢不

可破的藩籬，離此一步，讀者不太可能擁有更多的機會了解更多的蔣經國。
1
毫無疑問，

兩個事件在當下，都把蔣經國推到了國民黨人和公眾的注目之下，事件本身也深深牽動

了戰後中國局勢，這肯定吸引了傳記作者的注意。不過，史料問題可能也導引、深化了

上述視野過於集中化的現象，特別是日後台灣威權統治時期，蔣經國先後發表紀日體裁

的“五百零四小時”、“滬濱日記”，正是以東北交涉、中蘇談判，和上海“打老虎”為焦

點，主動發聲，從而在一手資料短缺的年代，喚醒╱劃定，甚至再建構了人們對蔣經國

戰後“戮力黨國”的認知與視界。
2

今日，擴展蔣經國的戰後研究面向實有必要，其理由並非是要翻轉以往研究成果在

學術凝視方位裏所形成的典範性角色，恰恰相反，對於蔣經國的政治事業而言，戰後時

期作為承先（承接抗戰時期的政治起家經驗）、啓後（下轉兩岸分治後的台灣歲月）的關

鍵性年代，學術工作者惟有站在前人的研究、更為多元的凝視方位，以及掌握現已面世

的更多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才能做出更富有意義的總體評估，也才可能不致忽略歷史

長河當中任何有助於解釋傳主活動的微觀線索。目前，國史館業已開放《蔣中正總統檔

案》，其卷宗分類項下一直受人忽視的《領袖家書‧蔣經國先生家書》，就有機會填補歷

史學界對於前述總體評估和微觀線索的雙重需求。

這一批蔣經國家書絕大部分以蔣介石為函陳對象，起自 1937 年，迄至 1952 年，尤

以戰後時期，特別是 1947、1948 年書寫最勤，蔚為大宗，唯 1946 全年的檔案付之闕

如。
3
家書內容並非總是流於晨昏定省的制式化問安，事實上，它經常涉及了家族事務，

甚至毫不保留的，極為大量的，主動表露了一位“人子”駐足中國政治權力場而亟待宣洩

的、敏感易碎的內心世界，以及一位“人臣”對於國民黨黨國事業的思慮（在家書編織的

語境當中，人子與人臣的身分經常是流動、融會，難以析分的）。從這些一手的私密函件

裏，我們甚至可以看到蔣經國如何即時向他的父親表達對於黨國體制某些政治菁英的看

法、對於秘密組織與特務工作的特殊興趣等等。對於蔣經國家書的研究，本文尚屬初步

嘗試，限於篇幅、才力，並非全盤介紹之作，而係就這批家書反映蔣經國和戰後國民黨

宗派政治的若干關係，特別是就蔣經國政治上升之路上自我認知的障礙，及其親信傳述

甚廣但從未獲得一手史料證實的秘密組織，進行初步的爬梳、抉微，期能增益研究面向。

二、書寫兒艱：政治上升及其障礙

蔣經國在 1937 年結束蘇聯的十二年滯留生涯返回中國，翌年經過正式批准成為國

民黨員。
4
然而截至 1947 年夏天為止，蔣經國仍未真正進入國民黨黨機器上層。在此之

前，他的主要政治職位除了贛南的地方行政工作之外，其實繫於抗戰期間蔣介石所發起

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與青年軍。暫就三青團的經歷而言，1941 年，蔣經國躍為中央幹事，

這個職位略可類比於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抗戰後期，遞補成為中央常務幹事，粗可

類比為國民黨的中常委。戰後，1946 年 9月，蔣經國在三青團中央幹事會的排序升至第

二，僅次於陳誠；10 月，獲蔣介石拔擢，擔任三青團中央統攬組織、訓練工作的第二處

處長，這個位子類同於陳立夫在國民黨內的主要職務，即中央組織部長。
5

（一）

戰後蔣經國位居三青團要津，尤其總綰組訓事務，雖然貌似掌握實權，但其親信蔡

希曾卻說“實際上是頭重腳輕，浮而不實”，“在青年團最後的一段歷史上，蔣經國所留

下的，又是一頁灰黯的挫敗記錄”，蔣經國亦向其父自承“為兒自服務黨國以來最大之失

敗”。
6
箇中癥結，在於三青團成立之初，黃埔系、復興社勢力即取得主控性地位（以三

青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陳誠、前組織處長康澤等為代表性人物），康澤在地方團部更已打

下盤根錯節的組織人事基礎，蔣經國在第二處即使不能說是一個“空頭處長”，但其指揮

號令確實難能暢意。

蔣經國上任之初，即請來昔日留俄同學俞季虞擔任主任秘書，親信徐炳南、蔡希曾

亦受邀到處辦事，不過立遭團內人士側目，遭批評為“蔣處長室三人小組”；蔣經國個

人則鮮少露面，這和康澤積極投入團務的熱情不能同日而語。
7
接篆歷三月，這位新任

處長感觸已多。1947 年 1 月，時逢農曆除夕夜，蔣經國獨坐南京勵志社二樓居所，和

杭州的方良、孝文、孝章通過電話後，隨即給蔣介石寫下一封近乎“告御狀”的家書。

儘管他謹慎維持平和的筆調，自認“心情甚為安靜”，卻也不失明白的陳述了三個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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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誠等“青年團領導者之基本觀念不能一致”，認為這才是三青團工作“始終難以展

開”的“根本問題”：

兒始終認為青年團應為廣大青年羣眾之生命與精神所寄托之集團，繼而成為三民

主義革命之新力量，故無論幹部之選擇與工作之方向，皆應注重於青年精神之發

揮。而青年團之領導者想將青年團變成為少數人之政治資本與鬥爭工具，故最近

來之人事佈置（重要人事之調動，皆未徵求兒之意見，且多為兒所素不相識者），

以及各種指示，無不以派別鬥爭為出發點。陳書記長最近曾對各級幹部指示，謂

“今年為選舉年，選舉譬如作戰，本團未來之戰場有三：一為國大代表之選舉，

二為立法監察委員之選舉，三為省縣參議員之選舉”，兒意今年青年團如以選舉

作為工作之重心，則不但將與黨部發生衝突，即青年團本身亦必走入官僚化之路

而脫離羣眾。兒自參加青年團工作以來，自問始終遵照　大人訓示，抱誠懇坦白

之精神，努力於本位上之工作。今後在青年團內，兒祇要有一天工作之機會，即

將努力一天，但實際情形則不得不向　大人呈明，以供參考。
8

身為國民黨黨國事業下的一名政治新人，蔣經國的團務經歷非常自然的成為其“政

治資本”積累過程裏的重要一環，非祇信函所稱專注於“青年精神之發揮”。
9
進一步說，

這封家書足堪令人玩味之處，一方面在於：它是較早的抉發了“蔣（經國）陳（誠）關係”

的一篇自剖式文獻；另一方面則在於：陳誠談三青團的組織原則，原本就有“頭是身體

最重要的部分，組織部【處】有如口，但口不能大過頭”的看法，階層嚴明的領導觀念

相當明顯，
10
但是蔣經國直入組訓部門的政治上升及其任職感觸，不啻從一個權力分配

╱再分配的斷面，揭示了這位令人注目的政治新人與黨國既有統治菁英羣之間的某種內

在緊張狀態。

（二）

至少在國民黨統治中國大陸時期，這種內在緊張狀態絕對不因蔣經國的鮮明、有力

家世背景而告消減。進一步言，這種家世背景以及蔣介石栽培子嗣的心念，倒是經常成

為他人側目再三的現實根源。政治大學教育長任命風波即是又一個明顯的例子。1947 年

4月，蔣經國接充政大教育長一事導致校內學生反彈，抗議聲浪指向蔣氏父子，直有“黨

校”退化為“家校”之譏。政治大學由黨方的中央政治學校、團方的中央幹部學校整併

而成，政校為存續單位，幹校為消滅單位。蔣經國原為幹校教育長。人們大多認為本次

國民黨自身校園的騷動事件係由黨方的陳立夫所發動，無論是否如此，以原政校主流派

排拒“太子”的心理醞釀所致，殆無疑義。
11
稍早，蔣經國已就“改進政治大學校務”議

題進行思考，並邀集原幹校教授會商，打算有所展布；
12
及至政大風潮發生，修書告其

父，自謂“兒已數夜未得安睡”，“兒之所思慮者，決非個人問題，乃兒深知　大人近年

來為國憂煩之深重”：

此次因兒代理政治大學教育長而發生之學潮，不但使　大人煩心，而且有損　

大人之威望，為兒者不孝之罪大矣。此事之發生，使兒對於本身之處境，以及

事業之前途得能有更進一步之認識，實有所警惕也。
13

三青團與政大的人事挫折經驗，導致敏感的蔣經國從中國的公眾視野當中，尋求暫

時性的撤退（日後投身上海經濟管制一事則是僅見的例外）。1947 年夏天，蔣介石為整

合內部力量，祭出國民黨與三青團合併的重大決策，即黨團統一。根據《統一中央黨部

團部組織案》的規定，蔣經國得以三青團中央幹事、中央常務幹事的身分，對等轉為國

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執行常務委員，這是他晉身黨機器上層的嚆矢。
14
在此前後，

人們注視着蔣介石是否將更進一步賦予其子有關黨務部門的方面重責，不過實情是，蔣

經國很早就以“目前之人事關係”為慮，向他的父親表達了不願擔負“名義”的態度，7

月 26 日家書：

兒自服務青年團以來，已將一年，毫無成就，為兒自服務黨國以來最大之失

敗，未能達成　大人之期望，內心惶恐異常。黨團合併後，兒願盡一切促成黨

之新生，而在名義上則不想負責。而以目前之人事關係而論，亦以不參加表面

上工作為宜。
15

9 月，蔣經國再次敍明了相關態度。先是黨團統一運動展開期間，輿情咸以刷新人

事相期於國民黨，但實際上，黨、團兩造則以本位主義互施人事攻訐。凡此種種，作為

國民黨組織工作重心與派系首腦的陳立夫，自然不免首當其衝。5月，亦即東北等地戰

事繃緊、後方學潮正熾之際，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已向美方傳報陳

立夫的組織部長職位告急的消息。陳立夫個人面臨的政治危機，至少與同時間國民黨無

法應付後方失序的局面，以及地方黨團惡鬥有關。據稱，蔣介石甚至一度責令陳立夫擬

定中央組織部長的代理人選。然而基於若干現實考量，蔣介石暫時讓陳立夫留在原位，

並且婉拒美方迫陳出洋的提議。
16
隨後，黨團統一運動開展後，則讓陳立夫再度陷入難

堪的境地：有些人視他為改革的障礙，有些人則視他為團結的絆腳石，直令其處處得

咎。9月 5日，陳立夫向蔣介石請辭中央組織部長。
17

對於陳立夫請辭一事，連同黨團統一運動勢必牽動中央黨部各主管的異動，黨方與

團方幹部立刻掀起了新一波的利益爭奪，雙方壁壘分明，難能調和。在中央組織部長繼

任人選方面，媒體披露的熱門名單包括：黨方支持的余井塘、谷正鼎、谷正綱等，團方

的張治中、鄭彥棻、康澤、袁守謙、蔣經國等。
18
在蔣經國這邊，無論是否接到他父親

的徵詢，藏鋒斂鍔的態度仍然一貫。12 日，他以一年來處處遭遇“排擠”、“反對”的不

快經驗為由，再次修書提醒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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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黨部改組之時，懇請　大人不派兒擔任黨部中負有名義之工作。兒決非

畏難而退讓，實顧及　大人處境之難也。兒於去年出任青年團組織工作時之受

人排擠，於今年出任政校教育長時之遭人反對，如此小事並非因兒小氣而不忘

於心，而實值深加研究與注意者也。
19

14 日，蔣介石約見中常委谷正綱（CC系，蔣經國留俄同學），當面委以組織部長職

位。一天後，谷正綱以函呈推辭了蔣介石的委任。同蔣經國一樣，谷正綱也估量了個人

難能“因應各方”的短處，並且也向蔣介石暗示了身為一個幹部周旋於當前黨團現狀至為

不易的憂慮。至是組織部長接充人選陷入難產，最後，陳立夫暫時保住了這個職位。
20

（三）

1948 年，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在相對多數的選票支持下，擊敗蔣介石屬意的立法院

長孫科，當選行憲第一任副總統。對此，蔣經國函告其父，引為“最大之恥辱”，預言“今

後國家必將多事，最艱難之鬥爭，恐亦將始自今日矣”。
21
事實上，李宗仁力摒孫科而告

當選的原因非祇一端，如果單就國民黨人的反動心理而言，則是大抵涵蓋了黨籍國大代

表對於中央統制性格的消極不滿，以及針對負有輔選孫科任務的陳立夫的積極反制。
22
選

舉結果自非蔣介石所樂見，黨員脫逸秩序的投票分裂行為，尤其令他至不能忍；對於肩

負輔選工作的陳立夫而言，亦屬沉重打擊。5月 1日，也就是副總統選舉過後兩天，蔣介

石約見陳立夫，明白告示這位中央組織部長，應該為黨籍代表在國民大會開會期間玩忽

黨令黨紀等脫序行為，扛起政治責任。
23

當晚，蔣經國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商談國民黨的改組相關事宜。改組可能包括人

事、組織二端，此事出於蔣介石囑咐研商，則可確定。2日，陳立夫的辭呈送達蔣介石

的官邸。
24
八個月內，陳立夫二度請辭中央組織部長，這一次甚至同時訴請卸下中央政

治委員會秘書長職務。辭呈內容頗堪令人玩味，陳立夫沒有正面回應蔣介石對於國大代

表投票表現的指責，反而歷數近來辦理黨團統一、黨員團員重新登記、國代立委選舉指

導等多項工作，障礙重重，“所幸國大順利開成，且已圓滿閉幕，今後政治、黨務均將進

入一新階段，行新政，用新人，請自本黨中央開始，尤請自中央組織部始，伏乞俯鑒愚

忱，即准辭去組織部長及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等職，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25

陳立夫的辭呈末了，所提“行新政，用新人”一句，實係李宗仁參選副總統期間廣

為人知的助選陣營口號。揆諸辭呈該句的上下文意，似見流露情緒。
26
事實上，蔣介石

確有大膽“用新人”的打算。在兩天之內，他徵詢了蔣經國出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意願。

蔣經國長考後，以家書向他的父親表達婉拒之意。4日，函稱：“兒近日來默察國內情

勢，認為最可慮者，厥在全國範圍雖如此之大，幾無一地可作為　大人之革命事業真實

基礎，而每值國家重要關頭，其能對　大人矢志忠誠者，亦不可多得。故時至今日，整

頓黨之組織，藉以團結忠誠之同志，實為第一要務。　大人徵詢擔任組織部長一節，經

再四思維，值此艱苦危亂之際，自應量力以為，蓋若干年來，兒對於工作，從未為之選

擇，且亦無任何顧慮。”然而，蔣經國強調“今日為　大人計，為本黨計”，不得不促請

他的父親考慮以下各點：

一、最近共匪以國民黨稱為“蔣黨”，如以兒擔任組織部長一職，恐將授共匪

在宣傳上以口實。二、黨內派別日見紛歧，如兒出任斯職，外間必將認為　大

人除兒以外，再無可信任之人，恐使紛爭之象，更為加劇。三、黨內幹部對　

大人不滿之傾向，似日漸滋長，此舉未必為彼等所接受。若勉強行之，必將引

起更大之阻礙。四、兒過去在青年團之失敗，固因環境之惡劣有以使然，但兒

之不善於黨派之鬥爭，以及人事之應付，亦為失敗原因之一，此乃兒不得不自

反者也。基於各項原因，黨的工作如再次失敗，則兒將不復再有抬頭之機會。

即　大人有栽植之心，恐亦未必有可能者。
27

蔣經國的家書透露兩點心理狀態：第一，如果接任斯職，此後恐將招致黨內外諸如

“家天下”的指摘與疑慮；第二，他仍然對以往執掌三青團組織工作所遭遇的人事迫擠經

驗耿耿於懷，推而及之，亦無把握能在陌生的黨機器內，善盡組織工作。函末，蔣經國

替蔣介石預擬四個黨政部門的人事建議名單，其中，中央組織部長一職，蔣經國推薦他

的留俄同學谷正綱。
28
蔣介石真的找來了谷正綱，不過，谷還是和去年一樣，堅拒這項

任命。去年，陳立夫請辭，谷正綱曾以個人難能因應各方等理由，力辭蔣介石的委命，

並且轉薦副部長余井塘扶正，惟陳立夫部長一職終未異動。本年陳立夫再度請辭，蔣經

國、谷正綱先後拒絕了蔣介石的政治委託；據傳剛剛卸下參謀總長職務的陳誠一度也是

蔣介石的考慮人選，然亦無疾而終；接着，余井塘同樣婉拒了蔣的委命。出於迴旋緩衝

的考量，蔣介石繼而面示余井塘代理部長職務，余再以宿疾急待治療為由堅拒，為明心

志，余一併請辭副部長一職。
29

陳立夫請辭中央組織部長兩個多月以後，蔣介石才找來另外一位副部長谷正鼎代理

陳立夫留下的位子。
30
這段期間正逢中國憲政體制開展之際，國民大會、立法院內的國

民黨籍代表先後為了副總統選舉、立法院副院長選舉，以及行政院長同意權等人事問

題，迭生派系風潮。眾多黨籍代表競相祭出“民主”護符，各伸己意，黨機器束手無策，

即使是總裁蔣介石也無從節制，唯有徒呼負負。陳立夫既因黨籍國代之反動而坐失中央

組織部長，該職位比附於燙手山芋，差堪不遠，這可能才是組織部長人選陷入難產局面

長達兩個多月的主要原因。

（四）

1948 年，國民黨政權內部的政治脫序不再祇是多場幽冥不彰的內幕情節，而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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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曝陳在公眾面前的鮮活事實；政權成員也因內戰節節失利而鬱積着失敗主義的情緒。

春天，美國空軍測量隊開始執行台灣和華南沿岸的空中測量任務，美國記者報導蔣介石

可能將政府遷至台灣。
31
6 月下旬，蔣經國則向蔣介石“忍痛直呈”：“多數人之心皆惶

惶然，而不知如何是好，我政府確已面臨空前之危機，且有崩潰之可能。”至是建請“ 

在無形中從速密籌有關南遷之計畫與準備”，“今後萬一遭受失敗，則非台灣似不得以立

足”。
32
11 月，兩蔣談論黨務改造，曾有“非捨棄現有基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

重起爐竈，加以根本改造不為功。至現局之成敗，可不以為意耳”之說。
33
所謂“另選

單純環境”，雖未指明具體地點，但是遠離兵燹之地殆可確定。同一時間，黨政軍各部門

業已展開先期疏散工作，台灣係一重點目的地。

這時，政權內外催請蔣介石下野的聲浪已經形成相當程度的聲勢。
34
12 月，蔣介石

伸張個人意志，授意相關部門任命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

員。不過陳誠一度觀望不前，蔣經國則始終未就，箇中原因尚不明朗。
35
除非“這個反

常現象也是要讓中共摸不清蔣介石的意圖”等說能夠成立，否則人們似乎應該另闢方

向，探掘原始檔案，追索原委。
36
無論如何，人們透過蔣經國家書已可知道，蔣介石幾

年以來非常清楚他的長子對於陳誠多有抱怨、齮齕不絕，但蔣介石個人事業飄搖之際，

還是藉着人事派令，給兩人再次劃定了重疊的權力場（就地理而言），某種角度說，也分

別授予代理台灣的重責。
37
蔣經國對於任命的反應未見於任何一封家書，但未就省黨部

主委一事畢竟顯示：他仍然繼續選擇暫時地隱遁於公眾視野的背後。與此對應的鮮明場

景則是：陳誠在 1949 年 1 月接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台灣省警備總司令後，又在春天兼

充了蔣經國遲未視事的省黨部主委一職，實際上已成為台灣一地最難忽視的方面人物。

這時，蔣介石個人與國民黨政權先後流離，蔣經國對於陳誠治理台灣的前景一直未表樂

觀，而蔣介石倒是一度探詢他的長子出任台省民政廳長的意願。先是 3月，蔣經國在溪

口隨侍之時，已有“陳在台灣恐亦不能持久”之語；
38
6 月 8日，隨父親抵台（高雄）甫

逾二週，修書婉言“出任民政廳長則不如擔任市長工作”，並且進一步建言“撤陳”：

台灣之情況，從各方面深加觀察，危機四伏，如不早日改進，則將來可能發生

變亂，以至不可收拾。辭修先生恐難負治理台省之重任，俞大維先生實為主持

台省行政之適宜人選。
39

此時蔣經國以俞代陳的建議，是否和蔣介石一度對陳有所“焦慮”的態度有關，值

得進一步觀察。先是本年春間，共軍渡過長江、蔣介石辭別溪口後，陳誠多次電促蔣介

石早日赴台，敦請長期駐節，指揮各方，並且建議“黨政領導亟應建立戰時體制”。5月

14 日，蔣介石對於赴台一事給予肯定但未明示日期的答覆，不過就在三天後，蔣介石

一行人即自舟山島定海機場飛抵澎湖馬公。蔣介石原有意在澎湖建設幹部訓練基地，然

地形、氣候均不相宜，遂欲直赴台灣。這時，台灣、澎湖之間，電話電報一度不通，陳

誠前往廣州參加財政糧食會議，多日未返，滯留澎湖的蔣介石心緒憂慮，頗為不定。在

陳誠結束赴穗任務直飛馬公謁蔣之後，蔣“數日來所焦慮者，至此釋然”。根據蔣介石自

記，數日以來的個人焦慮在於“行政院在廣州召集財政糧食會議，陳辭修不問利害與結果

如何，貿然前往參加，如果李宗仁、白崇禧等要求其運出台灣存金，而彼因應不宜，則

其禍難測，甚為其危”。不過，像吳國楨這些政治圈高層人士的說法則是暗示，陳誠未能

立即電復歡迎蔣介石赴台，這讓蔣介石心生疑忌，因此，25日，蔣介石一行飛抵高雄岡

山機場（而非台北），暫時落腳壽山。
40

無論如何，蔣經國並未說明何以陳誠難負重任，“以俞代陳”的建議也沒有獲得蔣介

石採納，半年後陳誠卸下“治理台省之重任”更與蔣經國斯言無涉。不過，這封信幾乎

已是國民黨台灣時期最早反映兩蔣與陳誠關係的一手線索。事實上，通觀家書全篇，這

還是蔣經國年來屢次領受父命擘劃幹部組訓事宜的應卯之作。前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曾

經告訴蔣經國：“外行的生意決不可以做，就是內行的生意，倘使沒有實權，亦不可以

做。”5月，蔣經國以“人生就似雲水”自況父子相依之情、海天漂泊之景，想起前幾年

從事組訓工作，念及俞鴻鈞之言，“深感這幾句話，太深刻而有意義了。其實不但做生意

如此，即做事亦何嘗不是如此”。當月，即以“五月反省錄”為題，誌感曰：

以自己的性情與能力來說，實在不適宜做組訓工作。數年來在這方面的努

力，不得不承認是失敗的。今後倘使再要來做這一類的工作，徒增內心之痛

苦而已耳。
41

對蔣經國而言，組訓工作“徒增內心之痛苦”多有前例可徵，彷彿將之視為政途

多舛因素的淵藪。不過，蔣經國仍然希望：“事無大小，但願有一具體之工作單位，

能獨自爭氣而善為之。否則，願日夜奉侍　父親，以盡為人子者之孝道，其心亦得安

矣。”
42
6 月 8 日，蔣經國、陶希聖等人遞交蔣介石一份“幹部政策與訓練要旨”報告，

蔣經國另以家書（與“以俞代陳”意見同紙）陳述對於幹部組訓事宜的基本想法，認

為：“目前從事於新組織，如不脫離本黨之組織形態，恐難以形成。而吾人在此時是否

有根本拋棄舊組織之決心，此實為組織之先決條件，蓋一般青年對於本黨已完全失望

矣。”
43
函中，蔣經國同時建議重組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特務組織，並婉轉表達了有志

於此的願望：

今日人心日非，如何控制幹部之思想與行動，以防背叛，以及防止社會與軍隊

之變亂，實為目前之急務，故必須加強特工組織，使其能發揮力量。擬將軍統

與中統兩局，合組一非常行動委員會，謹將該方案附呈　大人核示。⋯⋯關於

兒之工作志願，已略述於“五月反省錄”內，大人認為可以負責非常行動工作，

則願為之⋯⋯。
44

揆諸前後文意，蔣經國所憂慮的幹部“背叛”，以及社會、軍隊“變亂”，應該就是前

述撤陳意見所指的“危機四伏”。8月，此一“非常行動”的組織合併了軍統、中統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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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圓山正式成立，唯名稱代以“政治行動委員會”。
45
蔣經國是催生、規劃這個委員

會的重要推手，此後也等於實際控制了這個組織，統管全台情治工作。以時間序列和實

際影響面而言，蔣經國到台灣後最先開闢，也是爾後最可立足的權力場，應當就是向蔣

介石直接負責的國家安全事務。及至 1950 年春天，蔣經國就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負責

政工改制工作，曲折觀之，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國安事務。1950 年，蔣經國逐漸返回了政

治的前舞台，甚至是公眾的一般視野當中，3月書告父親“自知本身之處境，決將自謙而

待人，自尊而處事”。
46
這年夏天，以“陳家（立夫）黨”做為指述概念的國民黨組織人事

基盤正式崩解，蔣經國獲蔣介石指定為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自此進入黨務決策核心。

在這以後，透過國民黨宗派秩序的重組，以及複雜的人事捭闔，甚至，“大人有栽植之

心”的愈趨明朗化，蔣經國逐漸累積他在中國大陸時期尚未企及的權力高度，並在其政

治上升之路上，交叉建構起一個人子與人臣的實質影響力，以及同想像中的政治競爭者

進行政治競合的政治資本。

三、險中圖存：黨勢凌夷下的秘密組織

自從 1894 年開始，孫中山領導的政治團體，無論是訴諸武力性質的革命組織，或

是依循民主政治常規而組建的議會路線式政黨，始終在內部成員結構上，具有濃厚的集

團塊分傳統。塊分傳統的產生，一者是因為黨史各階段習見的擴大隊伍、兼容並蓄的結

盟作為，造成了黨的人事基礎形同雜燴拼盤的結果，一者則係黨的內部成員基於意識、

利益的個別差異，導致尋求組織體系慣有的結派行為。
47
1924 年改組後的國民黨，繼續

承接了黨史的集團塊分傳統。雖然自 1929 年開始，國民黨的總章總是明白張懸着針對

“小組織”（派系具象化的代名詞）的禁制條款，黨中央並且在形式上再三申令禁絕，不

過這些規訓從未改變黨內派系林立的事實。
48
對此現象，所能提供的一個解釋是：關於

“小組織”禁制條款的起源，本身就是訓政初期南京中央與反蔣勢力鬥爭下的政治產物，

亦即禁制條款是作為南京中央扼抑諸如改組派這類反蔣勢力的工具而出現的。即令條款

本身含有高遠的理想，然而驗諸其後派系消長史實可知，任何小組織的正當性，端視山

頭人物的地位強弱與政治的客觀環境而決定，絕不以禁制條款之三令五申為轉移。
49

（一）

寖至戰後，國民黨面對中共的強力挑戰，“以建民國”的統治事業陷入深沉的危機，

“保黨救亡”彷彿成了燃眉之急。人們各以目標分歧，但卻符合一己利益的改革芻議，

力促蔣介石挺身實現每個人心目中的理想藍圖。一些國民黨上層菁英則認為，國民革命

前景與其出於大鍋湯的雜燴方式，還不如將希望寄託在願意獻身革命志業，並且矢志效

忠領袖的少數人身上，因此陸續請求蔣介石同意（或由蔣介石主動交議）籌組某些構想

中的“秘密組織”。
50
蔣介石熟知秘密組織在他以往幾次低宕的政治危機當中所曾起過的

作用，包括：傳言中，蔣在 1927 年第一次被迫下野時，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建立的中

央俱樂部；1931 年二次下野後，黃埔學生籌組的復興社體系，與二陳兄弟的青白團體系

等。1947年 5，6月間，蔣介石在沉重的軍事壓力，以及後方校園、社會失控的情況下，

開始在每晚子夜過後，起床禱告約半小時，這位基督徒的一日禱告次數因而增至四次之

多。
51
這時，蔣經國建議他心力交瘁的父親另闢蹊徑，換個角度思考國民黨的改革。

自贛南時期開始，蔣經國即對黨部人員“領導地方舊勢力”而“殊多牽制”的行為頗

表感慨。
52
抗戰後期，蔣經國初涉重慶政界，就其觀察，函諫其父，指陳一般幹部“作

官慾日增”、“憑藉以往功勛，驕奢淫逸，鬥爭勇氣隨以消磨”，以致“大人之意志無由貫

澈，人民則有不見天日之慨”，彷彿替另一面的“重慶精神”下一註腳，當即建言改組中

央黨部，“將目前數千人員之事務機構，變為簡單靈敏、由百數十人組成決策政略戰略

之首腦部”。
53
1947 年 2月，蔣經國則建議蔣介石改組國民黨中央常會、各地黨部，“使

黨內事實上存在之大小集團，各有參加之均等機會，而任何一方面均不能把持操縱，亦

不懼怕其他方面把持操縱，以促進黨內的精誠團結”。
54
但是隨着國內情勢愈趨不利於南

京，5月，蔣經國寫給父親的一份〈挽回局勢之意見〉直指：

國民黨與青年團在一般人心已失去信仰，無論如何改造，不能發揮強大之力

量。目前必須有新的秘密組織，以造成核心之力量。
55

數年以來，蔣經國目睹國民黨黨國事業的積弊，以及親歷政治排擠的不快經驗，

使他逐漸累積了這樣的一種看法：如果對照北伐、抗日的前期革命歷史，後期國民革命

的障礙不祇來自共產黨的軍事挑戰，同時也在於國民黨內部的腐化勢力刻正逐漸擴大之

中。蔣經國認為，如果承認這一點，那麼舉凡具有高度信仰意念、反擊能力的少數勢力

便應該集結起來，成為一支撥亂反正的可靠力量。1947 年春天，蔣經國和鄭彥棻等人即

在北平秘密成立一個標舉反貪污口號的小組織“燕廉”，成員包括一些平津黨政官員以及

中學、大學教員，該組織並曾向蔣介石舉報官員貪污的具體事證。
56
大約同一期間，中央

訓練團縣政訓練班主任何浩若則向兩名縣政班學員轉述後期革命的基本構想，要求為蔣

經國草擬一份具有理論效果，又有具體程序的政治綱領。兩名學員從此待在南京孝陵衛

的一個小房間內閉門苦思。入夏，一萬餘字的定稿送到了蔣經國的手上。根據其中一名

執筆人的說法，這份定名為〈國民革命後期革命的理論與實際〉的檄書，抨擊了國民黨內

部的腐敗現狀、軍隊紀律廢弛等弊端，文件並以未指名的方式，廣泛攻擊了國民黨政權

內部所謂“政閥”、“軍閥”、“財閥”、“文閥”各方勢力。
57
這份文件可能為蔣經國的政治

牢騷起了理論化的若干效果。例如 7月間，蔣經國在浙江嘉興對青年軍復員學生進行思

想整訓的夏令營上，公開提出了極具聳動效果的政治口號：“一次革命，兩面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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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兩面作戰”的打擊對象，其實脫胎自1927年清黨時期南京方面希望擯退的所謂“惡

化”、“腐化”勢力；
58
口號的思辯基礎，系出蔣經國自蘇聯、贛南以來經常強調的：革

命的成敗繫於“兩個對立力量的生死鬥爭”；至於其訴求內容，則顯然是蔣經國近來的政

治牢騷加上追隨者添枝加葉，試圖為之理論化的綜合性產物。蔣經國認為，為了將後期

國民革命畢其功於一役（一次革命），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應該同時在兩個戰場上，致力

剷除共黨的赤化、國民黨的腐化（兩面作戰）。這項論調經過蔣經國一再的闡發，以及透

過各種途徑傳播，使得蔣經國的一些部屬與追隨者都相信，這就是蔣經國痛挽時弊的政

治綱領，且多認為這個綱領一直貫徹於蔣經國以後的政治行動之中，例如在上海經濟管

制時期採取的“打老虎”舉措。
59

1948 年 4月中旬的某個夜晚，南京勵志中學內的高二教室聚集大約三十至四十餘位

立場親近蔣經國的青年幹部，這些人均由蔣經國預先挑選出席。蔣經國從鄰近的勵志社

個人寓所徒步抵達教室，對着滿室的政治追隨者進行講話。語間，他再次敷陳了“一次

革命，兩面作戰”的論調。透過蔣經國的策動，與會幹部當場成立一個名為“鐵血救國

團”的秘密組織，用作眾人實踐革命事業的組織基礎。秘密組織的名稱來自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著名的鐵血政策，李煥擔任書記。這些與會者壓低嗓音地就三民主義、

蔣介石、組織各項，進行了具有效忠效果的宣誓儀式。勵志中學密會結束後一兩天內，

蔣經國在勵志社寓所繼續成立了鐵血救國團的上層核心組織：“中正學社”。學社成員共

計二十一名，泰半出自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的畢業者，俞季虞擔任書記。
60
5 月 1

日，蔣經國以家書報告蔣介石：

各大學青年軍學生為加強本身之團結，並以行動對付共匪，最近發起一“鐵血

救國團”之秘密組織，並有“中正學社”為核心。此組織對內對外皆絕對保守

秘密，目前正在開始發展中。
61

鐵血救國團作為中正學社的外圍組織，主要吸收對象是各地大學教師與青年軍復員

學生，這就使得輿論所稱，副總統選舉過後，蔣經國、鄭彥棻等人認為非着手組織“黨

的新力量”不可的相關報導，具有某些可信的意味。
62
去年，蔣經國即以國防部預備幹

部局局長身分，綜理復員青年軍的組訓和現役青年軍的政治工作，但仍招致國防部高層

公開批指“青年軍為特殊幹部所領導之特殊部隊”、“預幹局乃為主席特設之機構”。本

年初，蔣經國以部內人事齮齕問題為由，“更不願使　大人因兒之事，而背後遭人之譭

謗”，力請辭職，實即與參謀總長陳誠再次摩擦導致。賈亦斌代理了預幹局局長職位，不

過蔣經國對於青年軍的實質影響力並未稍減。
63
各省市學校凡有青年軍復員學生者，均

成立復員青年軍聯誼會，從事校園政治、學運偵測工作。
64
本年夏天，一些經評估為思

想可靠的青年軍復員學生，參加了幾個城市的夏令會活動。營期終了，鐵血救國團從中

秘密吸收了若干活動力強的學員入團。

夏令會的編制費用由預幹局報請蔣介石核准，各營籌備人選則由中正學社派定。以

7月份杭州營為例，籌備人即是來杭主導成立當地鐵血救國團的兩名中正學社社員：江

國棟、王昇。
65
毫不為奇的，夏令會完全成為註解蔣經國政治立場的陣地。例如杭州夏

令會會方曾經發表聲明，宣稱要以“一次革命，兩面作戰”作為行動的最高指針，主張

掃除橫陳在民生主義之前的兩大障礙，即所謂“殘暴的共匪與腐敗的官僚”。聲明並強

調，國民黨和政府本身的腐化，才是給予共黨可趁之機的罪魁禍首，所以“我們在【不】

想徹底剿滅共匪則已，否則必須打倒官僚，剷除豪門，肅清貪污”。
66
一名宣稱“一次革

命，兩面作戰”才是“中國自新的唯一出路”的學員，經過一番意氣激昂的文字痛陳之

後，乾脆一一點名國民黨對內革命應該打倒的對象：政學系、CC系，以及“孔宋張何

等豪門資本”、“貪官污吏”。一位將整肅人事視為當務之急的學員則問道：“談革新，

也得用重典，‘眾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總不致有何冤屈吧？”
67

（三）

從國民黨政治菁英的總體動態考察，蔣經國的秘密組織祇不過是 1948 年黨內“次級

團體化”現象加劇的一個例證而已。在立法院內，以派系摶合而成的各種政治俱樂部令

人目不暇給。在立法院外，若干國民黨高層幹部也嘗試籌組、重建秘密小組織。除蔣經

國外，諸如：熊式輝整合政學系勢力，意欲成立“篤力社”；內政部長張厲生打算重建抗

戰前活躍於華北的“誠社”勢力；安徽團方重鎮，親陳誠的張宗良則運用行政及團方資

源，組織“中國青年團”；黃埔系、復興社勢力更是渴望恢復他們在 1930 年代最高層級

的政治秘密組織“力行社”。
68

1948 年，另一個信仰小組織力量的國民黨政治人物是陳誠。關於陳誠在軍政圈內

自樹秘密小組織的蜚言流語始終不斷，傳聞中的組織或者稱為“陳社”，或者名之“干城

社”。同年4月，部分國民大會代表要求清算陳誠在東北戰事以及參謀總長任內指揮無功

的責任，甚至以“揮淚斬馬謖”相期於蔣介石；同時，國大會場流傳多種反陳傳單，其

中包括控訴陳誠與干城社，籲請“肅清國軍敗類”的憤激語。鑒於外在的政治壓力和陳

誠長期胃疾纏身的因素，國民政府於 5月份解除陳誠的參謀總長兼東北行轅主任二職。
69
政治生涯遭逢重挫的陳誠，透過與黃杰的一次私人晤談，期待麾下幹部及幹部影響範

圍內的人事勢力，仍當以“父兄”看待蔣介石。接着，陳誠針對拉他下台的幕後政治因

素，表露了不滿，並且向黃杰提示派系組織的適應之道：

現在我是垮台了，封建勢力像政學系、桂系、民社黨、青年黨等等，他們結成

了一個政治集團，打擊我、打擊 C.C. 派，並將以全力打擊胡宗南，將來也會

[ 有 ] 打擊到你們頭上來的一天。組織是非常重要的，國民大會之後，封建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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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別人都有組織，都在大肆活動，而我們反趨於渙散，趨於分崩離析，這

是自取滅亡的現象。有許多同志生活非常艱苦，你們有機構的人，不去幫助他

們，這是你們不團結，不互助。我希望召集各省的優秀幹部到南京開一次會，

澈底的檢討關於我們的組織問題。
70

黃杰留下的這段談話，證實陳誠確實擁有個人小組織，同時也間接敍明了國民黨小

組織哲學裏面難以言說的一種幽微意識：如果不像別人一樣以小組織整合、伸張政治勢

力，那麼就等於自招滅亡。進一步說，上述國民黨人的小組織行動，概多起於國民大會

與立法院扯引出黨人各行己是的政潮之際，從某種角度而言，即為黨權統制能力鬆落的

連帶產物。不過，參與張宗良小組織的一位僚屬倒是揣測，張宗良的小組織出於南京方

面的發動。這名安徽省建設廳官員在多年後的憶述文字裏，針對蔣介石、陳誠、黃復青

勢力三方面授意張宗良籌設組織的可能性，進行了想像性的分析。
71
陳誠、黃復青勢力

對於秘密組織的基本態度前已述及；事實上，蔣介石每逢政治事業困蹇，必有傷嘆之

語，認為實係欠缺“幹部”、“組織”輔翼之。所謂“組織”，自然非關黨機器。
72
1948 年

春天，蔣介石在一次官邸訓練會報當中，就宣講了他慣有的、以少搏大的菁英領導哲

學，意在期待少數忠實幹部作為國民革命的中流砥柱，進而發揮影響力，翻轉劣勢：

要發揮革命精神，我不要你們像過去的一般按步【部】就班的做了。現在大家

應明瞭我的意思，⋯⋯在這個時候，一般黨員和機關是負不起這一時期的重任

的，全賴少數的幹部，實實在在的研究，實實在在的力行。現在一般人都侈言

政治改命【革】，改革之道，完全繫於少數幹部負起責任來做，忠貞不移，篤實

力行，一年半載，即能發生力量。民國廿一年時，力行社沒有幾個人，工作成

績很好，一個人發生十個人的力量。精神上的影響是無形的，足以振奮人心，

社會為之恐懼。革命就是這個作法，而按步【部】就班是不行的。
73

這場即席訓示裏，蔣介石勗勉在場幹部，學習 1930 年代的力行社，採取果斷的行動

別開蹊徑，“我堅定的指示大家，今天成功的機會到了，大局的轉移，在於一、二人心之

所嚮，祇要你們肯負責，天天下決心去幹，少數人決可影響整個的局勢”，他結論說道。
74

在中國刻正開展步履蹣跚的憲政事業之際，蔣介石卻是開始緬懷當年具有特務色彩

的政治秘密團體，實即難掩意志集中、革命動員的救亡心態。事實上，國民黨內部小組

織的運作哲學，形式上訴諸拯救“黨國”，實質上則是恆以一種封閉式的人事組合姿態，

爭取並維護自己與同僚的政治利益。在想像中，“黨國”愈為艱危，那麼在現實中，小組

織現象愈為熾烈。不過，包括蔣經國及其翼下組織在內，祇要這些小組織保證他們對於

領袖（蔣介石）的服從，那麼作為最高仲裁者的蔣介石就有理由相信，各家小組織收割

的政治利益終將匯集到自己的手上。同時，由於“領袖”和“黨國”二詞，在國民黨正統

陣營幾乎具有字義互訓的效果，因此，作為最高領袖的蔣介石似乎更有理由說服自己：

自我匯收到的政治利益終必也是“黨國”的最高利益。職是之故，蔣介石在 1948 年夏

天，幾乎複製了 1927 以及 1931，1932 年的經驗，在其領導威權日見傾圮之際，繼續

迷信他的小組織哲學。

四、結語：蔣介石‧蔣經國‧宗派主義

從蔣經國戰後家書中，我們看到一位人子透過私密的書寫，向他的父親陳述政治上

升之路上的人事障礙因素，實則宗派主義橫梗其中使然。在宗派主義籠罩一切的情況

下，蔣經國自贛南時期即難以避免地捲入如他所稱“殊多牽制”、“造謠生事，不遺餘力”

的人事漩渦中。
75
及至抗戰後期，蔣經國承領父命，轉移工作重心至重慶，此後數年，

直到戰後還都南京，這位新人的主要職位都是繫於三青團中央、青年軍政治工作等具有

全國能見度的政治事務上，短兵相接，和國民黨上層菁英之間的競合行為勢必催化至白

熱化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蔣經國兼具的人臣身分，係由蔣介石直接派定；超乎我們所知的，

戰後的蔣介石甚至願將黨機器（組織部門）託付其子。不過，根據家書所呈示的線索，

蔣經國與既有菁英基於分食權力大餅而產生的緊張關係，不僅沒有因為其特殊血胤之身

分而有緩解之可能，基本上，反而累次激化，甚至導致性格敏感的蔣經國暫時撤離權力

場。直到 1950 年，國民黨在台灣“退此一步，即無死所”、宗派秩序在島上進行重組的

關鍵年代，蔣經國才算真正回到公眾視野，從而逐漸在其政治上升之路，交叉建構一個

人子與人臣的實質影響力。

從這個角度看，蔣介石─陳誠─蔣經國的關係也就格外令人玩味。學界常以蔣

介石身後權力繼承的角度，思考 1949 年之後陳誠、蔣經國在台灣的競合關係。某種程

度上，兩人弛張相隨的狀態其實早已出現在國民黨中國時期：他們的活動領域不僅有所

交疊，且交疊之處均由蔣介石親自劃定，實際看來，兩人則有未盡磨合之感，蔣經國也

常以“失敗”之身，再三“呈明”其父，“以供參考”。
76
似乎部分地基於這種不盡愉快的

經驗，蔣經國甚至不惜進言“撤陳”。然而，蔣介石始終在“股肱（陳誠）”與“骨肉”的

兩造之間，謹慎維持着槓桿的平衡。對此現象，人們或許可以根據不同的角度衍為不同

的解釋，其中，蔣介石個人領導風格裏的現實取徑可能也是一個值得思索的方向。國民

黨中國時期，宗派主義愈趨於負面的激盪，愈對於政權的內部穩定以及外在觀感，造成

難以言喻的傷害。但祇要這些代理國民黨黨國事業的勢力不吝表達對於“領袖”與“黨

國”兩個互訓辭彙的最高忠誠，那麼在盡可能的相對限度內，宗派作為政治體系裏的一

種必要之惡，卻也總是能夠被互為需要的蔣介石容忍着。1950 年之前，蔣經國親歷的人

事迫擠經驗，未能過多地撼動他父親的現實思考路徑，人子家書最為私密的申訴往往未

見得奏功；1950 年後，儘管蔣介石反覆申說宗派主義的罪愆，但實際上，宗派代理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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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舊有架構也不過是透過這位總裁的重新盤整而產生新階段的變化罷了，准此以觀，做

為人臣的蔣經國仍然要親身投入賽局，不可能奢望父親為他全盤廓清。

國民黨內的小組織競起現象亦可作如是觀。1945 年六全大會之前，蔣經國曾向蔣

介石痛陳“小組織、小圈子無所而不使青年（對國民黨）退避三舍、望而生畏”，這是這

位政治新人戰時挖掘黨務沉痾總體相的重要結論之一。
77
但是就像本文所展示的情節那

樣，蔣經國本身也是宦海的弄潮兒，不斷行動，而非徒務言說，翼下秘密組織所欲爭

取、動員的對象，恰恰也正是那些如他所說，可能會因為“小組織、小圈子”而對國民

黨“退避三舍、望而生畏”的“青年”。在戰後國民黨政權氣勢日漸凌夷之際，蔣介石、

蔣經國以及不少的國民黨政治菁英共同喚醒了如下的救亡內在邏輯：一切的小組織，或

組織小組織的念頭、作為，都因為“擁戴領袖”而有了存在的合理性，也都因為“拯救

黨國”而有了存在的必要性。黨機器於實際環境不再能節制各方，於理念層次尤其無從

撼動人心，在黨務改造似乎託諸命運未知的將來之際，統治菁英當下基於現實取徑的思

考，動輒形諸一種封閉、內向的姿態，往自己最可信賴的私人關係網絡裏頭動員下去，

這是蔣經國等人的脫困之道，換言之，他們實際上是拿宗派主義救己救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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